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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与儒学的传承（梁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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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宗华     

儒家学说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但儒学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以汉字为载体，自汉代以降，儒学流布

施及东亚四邻国家，形成汉文化圈。就好象蒲公英的种子，儒学超越国家限制，成为整个汉文化圈国家所共享的精神

财富。中国儒学的独立系统之外，又产生了日本儒学、韩国儒学、越南儒学等各具特色的思想文化；在新加坡、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它东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社会现实中，都或深或浅、或多或少地铭刻着儒学传播与影响的

印记。  

一  

文字是人类思想文化得以准确表达、储存、流传的载体，同人的思维、意识、观念有着本质的联系，而且也在根本上

规定着民族思想文化的某种特性。人类从原始的蒙昧状态进到文明人的标志就是文字的发明创造。汉字以其独特的个

性迥异于西方拼音文字，成为汉文化圈共同的文字基础，对东方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汉字作为汉文化最基本的细胞，是汉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正如饶宗颐

所论，“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1]。 

汉字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大量的考古发现可证，汉字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如果再加上萌芽滥觞期，汉字实际

跨越了更为幽深的时间隧道。文字是文化的产物，汉字是一种与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字系统，在人类文字发展

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世界上曾有几种与汉字同样古老的古文字，如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苏美尔人创造的楔

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体等，但它们都很早就消亡了。汉字却历久弥新，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最发达、完备的

表意文字系统。与汉语及汉文化相适应，汉字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有着与西方文字完全不同的发展规律及特殊的演进

轨迹，形成自己独立特出的个性及恒久不泯的活力，成为中国文化的特殊载体及重要传播媒介。中国文化数千年绵延

不绝，虽然有鼎盛与低谷的起伏，却始终持续不断，汉字实在功不可没。 

作为独特的表意文字，汉字具有特殊的形体构造——以义构形，以形索义，既具有形象、象形性，又兼具高度抽象的

符号功能。 

人类文字最初都发源于象形，是一个普遍规律；而在其后文字符号化的过程中，作为形音义统一体的文字出现了两种

不同的发展方向，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成为世界文字中并存的、代表两种发展趋势的文字系统。文字作为文化的产

物，体现了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统一，古老而生机盎然的汉字是表意文字典型而唯一的代表。 

如果不了解汉字构形特点及规律，很可能会把它与楔形字、圣书体等象形文字混为一谈，根据西方语言学理论，拼音

文字在语音层面即在音素单位分节，几十个拼音符号或几百个音节符号，就能从发音层次上准确记录任何一种语言的

话语表述。汉字虽然没有走拼音化一途，但汉字的性质绝不是单纯的象形文字可以概括的，其形体结构经过系统地、

有规律地安排，业已经过了符号化的过程。与拼音文字的字母符号相似，汉字形成基本笔画，演出归类严格、科学的

偏旁部首，它们具有与拼音字母基本相同的符号功能，但却不是纯理性的符号。汉字的构字及用字方法有自己独特的

规律，最典型、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因义构形、以象形性为根基。汉字的这种特质适应于汉语，也与中国文化的特质密

切相关，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首先，汉字具有鲜明的形象性。 

汉字是从整体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以“象形”为本原，但这种象形已经脱离了图画的性质，远离了写实。可以说，

每一个汉字都映着象形表意的影子。汉字从初期的刻划符号，成熟期的甲骨文，金文，再到大篆、小篆，最后经过隶

变，发生了质的飞跃，扬弃了最初的那种形象性， 形成固定的意符，“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和形象就天差地远。

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2]。汉字得以脱离写实的象形，首先得益于汉字基

本笔画及组合规则。汉字形体结构形式遵循着一定规律，抽象出五种基本笔画，笔画顺序按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

中间后两边，也形成了基本规则。利用线条构成字体，使汉字进到意象的境界。 



许慎《说文解字叙》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

者，言滋乳而浸多也。”汉字之有“文”、“字”的区别，从“文”到“字”的演进正是汉字由单纯象形日渐完成符

号化转化的过程。在先秦时期就已发展成熟的六书理论，代表了汉字造字、用字的基本原则，从中可见，汉字符号系

统是整齐、有规律的有机组合，写实的象形已化为象征性的意象。 

“六书”一般取许慎所叙之名、班固所叙次第，依次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据高亨先生分析： 

文后有合体。独体象形产生最早，合体象形次之。指事乃取一象形字，或加笔画，或减笔画，或反其体，或变其体，

自当居象形之次。会意字乃并二字（或三字四字）而成，皆取其义，此合体也。指事仅取一字之意，会意兼取二字之

意，则会意自当居指事之次。形声亦并二字而成，一取其意，一取其声，亦合体也。会意之为合体，此字既取其意，

彼字亦取其意，是一种造法，形声之为合体，此字则取其意，彼字则取其声，是两种造法，则形声自当居会意之次。

此四者乃字形构造之法，而转注、假借二者乃字义滋生转变之轨迹……自当居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之后[1]。 

由此可见，汉字的基干为单纯表意的象形字与指事字，是最初创造的汉字，会意字与形声字则都是由象形字及指事字

配组而成，而以形声字为主体则是汉字成熟的标志，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字，都必须具备形音义三要素。 

无论是哪种造字方法创造的汉字，形象都是不可或缺的结构要素。象形字的结构基础是象形加语义，指事字则是用形

象加符号或单用指事符号表达语义，会意字的结构基础是用两个以上的形象或符号组合起来表达特定语义。显而易

见，形象成为这三类字结构规律形式化的特征。形声字虽然一部分表音，一部分表意，但其声符并不单纯表音，只起

音标的作用，而具有与义符同等重要的文化功能，与义符共同构成整体意象，以义构形，以形表义。形声字声符具有

既表音又表义的二重形，段玉裁曾有分析，“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

也。《说文》则或称其会意，略其形声：或称其形声，略其会意。虽则省文，是与互见。不知此，则声与义隔。”

[2]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声符都表义，尤其是后起的形声字声符往往与义无关。形声字大量产生，并不意味着汉字要

丢弃形象、往表音方向发展，相反，这恰恰是汉字坚持表意性，尽可能地在形体上增加意义信息的结果。 

其次，汉字偏旁部首具有高度抽象的符号功能。 

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曾这样描述过汉字：“中国人为他们那个属少数几种古老象形文字之一的汉字发明了一个由八万

多个字符组成的庞大体系。”[3]。这实在是对汉字的一种误解。就像单词不能作为拼音文字的基本元素一样，字符

显然不是汉字的基本构成元素。汉字完全具有现代文字的符号功能，它形成了一套运用非常灵活的基础结构——偏旁

部首，汉字虽有数万之巨，偏旁部首却只有几百个，而且在甲骨文时代就基本确定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这

是一套再生能力极强的超稳定的符号系统。 

汉字的偏旁部首是汉字表意的基础，藉之可以因形索义，在汉字形义关系中有着统帅的作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把汉字分为540部首，首次对汉字进行了归纳分类，每一部首统领下的汉字在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脉

络，揭示出汉字系统实际是有规律可循的体系。部首之下统率偏旁相同的汉字。部首中有很多合体字，从字原意义分

析，还可以更具体地分出一些基本的偏旁。这种基本的偏旁虽然也有着很强的部首功能，但是不等同于部首，而是古

汉字中具有构字能力的独体字以及少量的合体会意字。这类偏旁具有字原性质。据文字学家研究分析，像《说文》

540部首真正具有字原意义的仅有一百多个，汉字的字原实际也就是150个左右。正是这些偏旁字原构成了千变万化的

汉字形体，汉字虽然以数万计，总未脱离这些偏旁字原，“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现代文字，汉字的字原偏旁大致

上可以肯定，在一百四五十左右。它们就是汉字形体文化功能的底子”[4]。  

偏旁部首的符号功能表现在其所具有的高度抽象性。这种抽象首先是一种形体上的抽象。原初的部首偏旁一般为独体

象形字，由于在汉字孳乳、演化过程中不断充当构成新字的部件，逐渐摆脱、淡化原始的象形写实特点，而形成比较

突出的意象，意义领域得以不断扩大、拓展，成为造字的理据。惟其所像不再局限于只表现一个具体的事物的意义，

而成为某一类事物的象征，成为一种表意的符号，作为部首的功能日渐加强，地位得以巩固。 

这种抽象性更表现为意义上的抽象。偏旁部首实际是对表现万事万物的汉字进行了分类编码，抽象出字形相同义符与

客观事物同一性的对应关系，进行逻辑分类。偏旁部首在形式上表现为以形为纲，据形系联，正如许冲在《说文解

字》叙后所称：“其建首也，立一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但在实

质上，偏旁部首的类聚作用更表现为意义上的统领，某一部首之下所列的一系列具体字几乎都与该部首有着意义上的

联系。列在“木”部的字如杨、柳、森、林等，都与“木”相关，列入“车”部的字如轮、轻、辑、轩等，都与

“车”有关，列入“示”部的字如神、祖、禅、祀等，都与祭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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